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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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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 

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 19 世纪商业主义 

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 ；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 

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 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 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 

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 

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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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 19世纪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建构起一套 “文 

明”话语，将世界分为文明、半文明和野蛮三类地区， 

“文明”成为西方国家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 [1](16) ，西 

方世界以其文明标准衡量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是否 

“文明” 。在此背景下，儒家文明的价值在 20 世纪初 

的西方与中国都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判。在东西 

方对儒家文明压倒性的否定声中，辜鸿铭独树一帜地 

指出： “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很自然地得 

出了一个重大的结论，那就是，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 

方文明，即便不优越于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 

劣。 ” [2](312) 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提下，辜鸿铭 

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分析了儒家文明的 

道德本质及其相对于西方“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 

的道德合理性。 

一、关于文明与道德 

18 世纪中叶，法国重农主义思想家维克多· 雷克 

蒂·密拉波最先提出“文明” （civilization）这一概念， 

它与“野蛮”相对立，主要指以教养和礼貌为核心的 

行为，以及具有这种道德的社会状态 [1](17) 。此后， “文 

明”这一词汇很快在欧洲流传开来，成为启蒙思想家 

常用的词汇。19世纪以来，欧洲历史学家、博物学家、 

政府官吏、法学家等文化精英将文明与种族、国家政 

策、法律以及国际秩序等联系起来，建构出一套文明 

话语霸权体系 [1](19) 。 “文明”成为一个隐含着价值优 

劣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西方现代文明。辜鸿铭 

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文明观，他认为文明具有 

多样性，并指出“欲解释全世界各国的文明就有如对 

单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教育那样，实在很难下一个 

确切的定义” [3](172) 。不过，辜鸿铭亦如启蒙思想家一 

样，从教养与礼貌等道德层面理解文明的内涵，并提 

出文明的本质内涵是一种“道德标准” 的道德文明观。 
(一) 文明的本质内涵是“道德标准” 

文明起源于什么？学界对此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观 

点，如农业革命说、城市革命说、国家说、婚姻变革 

说等等 [4](28−34) 。辜鸿铭则认为，文明起源于人类对两 

种可怕的破坏力量的控制和征服：一是“自然力” ，二 

是人自身的“情欲” 。所谓“自然力”是指给人类带来 

灾难的自然界的物质力量； “情欲”则是指蕴藏于人心 

的各种欲望。人类历史表明， “自然力”给人类造成的 

伤害， 远远比不上人类自身的欲望给自己带来的灾难。 

如果人类膨胀的欲望不予以调控的话， “那么不仅无所 

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 

的。 ” [2](20)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 

力”来压抑和克制内心的欲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 

明的进步， 人类逐渐发现， “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 

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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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曰道德力。 ” [2](20) 如果说“物质力”是建立在他律 

基础上调控社会秩序的外在刚性力量， 那么， “道德力” 

则是指建立在自律基础上调控人心与社会秩序的伦理 

道德体系。辜鸿铭这里所指的“物质力”有两层含义， 

一是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历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 

果，二是在调控人心和社会秩序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军 

事、法律、政治等机制和制度。辜鸿铭关于“物质力” 

的观点深受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卡莱尔的影 

响。卡莱尔认为政治制度和法制文明等社会机制与科 

学技术一样属于外部物质文明，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 

人过度依赖外部的机器、机制，卡莱尔因此将他所处 

的时代称为“机械时代” [5](81) 。受卡莱尔影响，辜鸿 

铭也将政治、军事、法律等制度文明视为外在于人的 

“物质力” 。 

简言之，辜氏文明观认为“文明”起源于人类对 

自然界和人心欲望的征服和控制。在征服和控制自然 

界的历程中，人类创造了物质文明；为调控人类“情 

欲” ，人们创造了制度文明和道德文明。由于人心欲望 

给人类造成的伤害更大，因此，与征服自然所取得的 

物质文明成果相比，调控人类“情欲”所创造的制度 

文明和道德文明比物质文明更加重要。但是，由于制 

度文明是一种外在于人心的“物质力” ，在调控人内心 

的情欲方面， “道德力”比“物质力”更加强大有效。 

基于以上逻辑，辜鸿铭认为道德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 

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比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更加重 

要，道德文明才是文明的灵魂，是文明的本质内涵。 
(二) 民族道德素养是估价文明价值高低的标准 

近代西方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 

了丰裕的物质文明，西方社会因此以物质文明的发展 

水平作为衡量一个文明价值高低的标准，在与其他民 

族文明的比较中形成一种文明优越感。辜鸿铭批驳了 

这种以物质文明作为评价文明价值高低标准的观点。 

他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的价值， “不在于它是否修建 

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 

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 

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 

于学院的建立、 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 ， 而在于这 

种文明“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 (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因为“一种文明 

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 

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 [2](5)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辜鸿铭否定以外在的物质文明作 

为评价一种文明价值高低的标准。其理由在于物质文 

明具有不稳定性，不能反映文明的本质内涵。辜鸿铭 

将物质文明与物理学上的热现象相类比，他说“热在 

一个动物体内是生命和健康的条件，但是动物体内的 

温度本身却并非是衡量其内部结构组织完好或粗劣的 

真正与绝对的标准。一个结构组织真正完好的动物躯 

体会因某种反常原因而变得很冷” 。同理， “某一民族 

的生活水平也可能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变得十分低 

下，但它本身却不是该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的证据。 

爱尔兰的土豆歉收和大不列颠长期持续的贸易萧条， 

可能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人们却 

不能由此判断说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已经变得不怎么文 

明” 。 [3](172) 可见，物质文明具有不稳定性，只能作为 

文明的“条件” ，而不能作为判断一个文明价值高低的 

标准。

辜鸿铭认为，一个民族所体现的道德素养才是衡 

量一种文明价值高低的标准。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也 

是文明的承载者。 一种文明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而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一经形成，往往具有很强大的 

延续性和稳定性， 不会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改变。 

因此，要估价一种文明的价值，关键要看该种文明所 

产生的“人的类型” ，辜氏所说的“人的类型” ，即具 

有人格同质性的国民精神特质。亨廷顿在论及文明的 

性质时曾指出，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历史延续性和 

持久性，文明虽有演变、调整，乃至终结，但它是“极 

其长久的现实” ，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 ，即使 

是政治制度也只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 

段” 。 [6](22)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绵长的文明发展历程 

中，与易朽的物质文明和易变的制度文明相比，道德 

文明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它承载着一种文明的道德 

与精神密码，体现在人身上，则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民 

族精神和国民性格特质，因此，一个民族历经千百年 

文明的熏陶所形成的国民性，的确更能体现一种文明 

的精神本质。 

辜鸿铭以欧洲启蒙时代的文明观为矛，回击了 19 

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其目的一方面在于 

揭露和批判以“文明”自居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对外侵 

略扩张中所体现出的“野蛮”本质，另一方面则旨在 

阐发儒家文明的道德本质，为儒家文明的现代价值进 

行道德辩护。 

二、关于儒家文明的道德本质 

以道德文明观为基础，辜鸿铭深刻反思了西方现 

代文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他认为西方现代文 

明是一种缺乏合理道德根基的文明，由于没有一个高 

尚的道德标准，导致西方人滥用“文明的利器” （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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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成果）。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 辜鸿铭认为儒家 

文明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标准的文明， “道德责任感” 

构筑了儒家文明的伦理根基。 
(一) 西方现代文明缺乏合理的道德根基 

辜鸿铭对道德在文明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强调，基 

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伦理反思。他认为这场空前规 

模的战争， “必须引起人们对巨大的文明问题的关注， 

并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 [2](19) 。辜氏承认，西方现代 

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认为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别的文明在物质文明方面可与之相 

媲美。他反复申明说： “我对西方文明的厌弃，不是厌 

弃其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物，而是讨厌所有的欧洲人而 

不仅仅是德国人滥用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点。 ” [2](279) 

辜氏认为，欧美人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确实值得 

称道，但是，现代欧美人使用高度发达的科技成果的 

途径是完全错误的，是无法给予赞誉的。他说欧美人 

在创造现代文明时， “就像《圣经》里所记载的建造巴 

比伦塔的人一样” ， “只顾将其文明一个劲地加高，而 

不顾其基础是否牢固” 。  [2](279−280) 由于缺乏一个高尚 

的道德标准的指导，欧美人在战争中滥用“文明的利 

器” ，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 

辜鸿铭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上升到人类文 

明的高度，他深刻地认识到伦理道德在文明中的基础 

性作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将伦理道德与人类社会 

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分离，似乎伦理道德应当与政治、 

经济、法律等领域一样，有自身独特的存在域。但事 

实并非如此，如果说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属于实 

证领域，那么伦理道德则属于自由的领域，前者通过 

后者而获得自由。 [7](110) 这也就意味着伦理道德秩序并 

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秩序，伦理道德秩序是一种既无 

所在又无所不在的秩序，它贯穿于政治、经济、法律 

等具体领域，人们通过大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小到 

日常起居家庭婚姻等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认识伦理 

秩序本身。以朱熹的话解释普遍意义上的伦理秩序与 

各个具体领域的伦理秩序的关系，即“理一分殊”。 

辜鸿铭所强调的伦理道德对于人类文明的基础性作 

用，指的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伦理秩序对于人类社会的 

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辜鸿铭认为，道德文 

明是一种文明的根基，建基于合理的道德根基上的文 

明才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文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伦理反思，使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尚未建立合理 

的道德根基，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 

人要想正确地使用“文明的利器” ，必须有一个新的高 

尚的道德标准，而儒家文明恰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文明 

的道德缺陷。 

(二) 儒家文明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标准的文明 

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辜鸿铭认为儒家文明是一 

个有着高尚的道德标准的成熟文明。在英译《中庸》 

一书的序言中，辜鸿铭说：“在人类朝着他们进步的 

方向上面，中国文明树立了一种理想的目标，它不是 

要限制每个人的快乐，而是限制自我放纵。” [2](511) 

辜鸿铭在此指出，儒家文明的理想目标是限制人心的 

自我放纵， 培养民众的道德责任感。他认为 “道德责 

任感”构成了中国文明设计下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 

的基础 [2](512) 。 

辜鸿铭从阐述什么是道德和道德行为的角度， 论述 

了“道德责任感”的含义。他说： “道德行为就是受（追 

求） 正确的自由意志驱使、 出自纯粹的道德责任感的行 

为。道德，就是对道德责任感的公认和服从。 ” [2](510) 

所谓“正确的自由意志” ，是指人们的道德行为“不是 

因为有任何外在的压力迫使他们这样做， 也不是因为他 

们这样做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而是因为这样做才对， 

不这样做即错” 。辜鸿铭对“道德责任感”的阐述与康 

德对“善良意志”与“责任”的论述如出一辙。康德指 

出， “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 

它期望的事物而善， 也不因它善于达到目的而善， 而仅 

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 ” [8](9) 康德认为，责 

任就是善良意志的体现， 所有德性的力量不过是一种准 

备条件，把责任的“应该”转变为现实的力量，因此， 

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泉源。 可见， 辜鸿铭所指的道德 

责任感实质上就是康德所说的出于善良意志的责任伦 

理。 在辜鸿铭看来， 道德责任感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 

正是人类的这种道德责任感， 使得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存 

在成为可能。反之， “如果每个人都无视人类无所不在 

的这种道德责任感， 那么， 他所寄生的那个社会将是一 

副什么状态！ 这样一副状态， 哪怕只存在一个时辰或一 

瞬都是不可想象的” [2](510) 。 

辜氏认为， 儒家文明就是以道德责任感作为社会 

秩序的基础而构建起来的一个道德的、真正的文明， 

儒家文明“不仅公认这种道德责任感，将其作为社会 

秩序的根本基础，而且还把使人们完满的获得这种道 

德责任感作为唯一的目标；因而在社会秩序、教育方 

法，统治方式和所有社会设施中都贯彻这一目标，旨 

在教育人们获得这种道德责任感；所有的那些习俗、 

风尚和娱乐，都只是通过激励和规划使人们容易服从 

这种道德责任感” [2](511) 。在辜鸿铭看来，中国文明为 

人类朝向一个道德社会进步的方向上，树立了一种理 

想的目标。当然，他也承认，现实中的中国离儒家文 

明的最高理想的实现还非常遥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 

国文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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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儒家文明的道德价值 

辜鸿铭不仅在理论上阐释了儒家文明的道德根 

基，揭示了儒家文明相较于西方现代文明的道德合理 

性，而且，他试图通过比较中西人生观的不同，阐述 

儒家文明的合理性及其对疗治现代文明之弊病——物 

质主义和利益至上主义的价值和意义。 
(一) 中西人生观之比较：道义与利益 

人生观是人们对于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 

法。辜鸿铭认为，一种成熟的、真正的文明，首先应 

该拥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他认为西方人的人生观是一 

种利益至上主义的错误的人生观，而儒家人生哲学注 

重道德修为，是一种合理的人生观。他从人生的目的、 

人生与财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三个角度， 

论述了中西人生观的差异，力图阐释儒家人生哲学的 

合理性。 

首先，关于人生的目的。辜鸿铭认为，现代西方 

人以追逐金钱与财富为人生的目的，这不是一种正当 

的人生目标。他以当时号称“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 

弗劳德的说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弗劳德说：“我们 

欧洲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人是什么？”也就是说人生 

的目标是什么？“是当一个财主好呢？还是去做一个 

灵巧的人好呢？关于这个问题，欧洲人没有成型的看 

法。” [2](305) 与欧洲人相比，辜鸿铭认为中国人全然领 

会了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入则孝，出则 

悌”，即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他认为这是孔子 

展示给中国人的正确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人生观相 

比，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拥有正确合理的人生观。 

其次，关于人生与财富的关系。辜鸿铭批判西方 

人以追求金钱为人生目的，因此他们为赚钱而活着。 

他不无夸张地指出： “西洋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了赚 

钱连命都不要。 ” [2](305) 而孔子创立的儒家文明则教导 

中国人正确地处理了财富与人生的关系，即“仁者以 

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因此，中国人不把金钱本 

身当作人生的目标，他们是为了幸福、为了享受人生 

而去创造财富。辜鸿铭认为，由于中西文明对人生与 

财富的关系有着不一样的观点，因此西方人对财富表 

现出贪得无厌，而中国人则对财富知足常乐。 

再次，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辜鸿铭认为，在 

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金钱和利益为基础；而中 

国人注重道德，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情义基础上。 

他说：“东洋的社会，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而西洋 

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换言之， 

在东洋，人与人之间关系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洋则是 

金钱关系。 ” [2](307) 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业精 

神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世界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利益来维持，“在西方 

经济学看来，人与人之间是由于某种利的关系而结合 

起来的” [2](254) 。辜氏认为，在西方的观点中，人们之 

间的关系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之上，人们之间的情义被 

否定掉了，即便有人肯定这一点，也是作为一个并不 

太重要和宝贵的东西来肯定的。但在他看来，人的一 

生中最为重要的本性应该是情与爱。他非常认同儒家 

的“亲亲”“尊尊”。《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 

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辜鸿铭将“亲亲”与 

“尊尊”解释为“社会亲情”和“英雄崇拜” 

（Affection  and  heroworship） 。他说：“我们热爱父 

母双亲，所以我们服从他们，而我们所以服从比我们 

杰出的人，是因为他在人格、智德等方面值得我们尊 

敬。” [2](307) 在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依靠五伦维系， 

辜鸿铭认为五伦关系不是以利益为基础，而是由天然 

情感激发，是激于爱与敬重等自然情感，他认为这种 

建立在情义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神圣 

的天伦关系”。 

辜鸿铭将儒家人生哲学定性为建立在道德与情义 

基础上的合理的人生观，视西方人的人生观为建立在 

金钱和利益之上的错误的人生观。此见解虽洞察到了 

儒家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在人生哲学上的重大区别， 

有合理和深刻的一面，但辜鸿铭扬中抑西的立场，使 

他对中西人生观的评价明显地失之片面。 
(二) 儒家道德文明与现代“物质主义” 

西方现代文明奠基于启蒙运动，辜鸿铭非常赞赏 

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文明。然而，他认为启蒙时代的 

自由主义文明尚未在欧洲确立， 便在 19世纪走向一条 

歧路，变成了一种假自由主义。如果说启蒙时代的自 

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的真正的自由主义，那 

么，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则是为物质利益而争斗的 

假自由主义，辜鸿铭称后者为“物质实利主义文明” 

（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 。他认为现代物质实利主义 

文明使人们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他说： “我们中国所 

拥有的真正的文明与欧洲错误的不道德的文明是根本 

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后者以‘新学’教导人们把有 

用的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廉耻、 法律和正义置于末位， 

而中国真正的文明却以旧学教育和引导人们把廉耻和 

正义置于任何有用与利益之上。”  [3](525) 因此，辜鸿 

铭为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开出的拯救药方，便是儒 

家道德文明。 

虽然辜鸿铭将西方现代文明定性为“物质实利主



哲学 吴争春：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79 

义文明”不免失之片面，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物质主义 

价值观的泛滥的确是现代文明暴露出来的突出弊端。 物 

质主义的泛滥导致社会物欲横流， 人们惟利是图， 社会 

道德沦丧， 商业原则“逐渐取代了封建制度的拙朴但却 

充满温情的精神理念， 赢利还是赔本成了人们的基本行 

为准则。人们的情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精明的算 

计” [9](44) 。有学者指出，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 

会中坚、 “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 

辑”、 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 这三者构成了 

现代化过程的三个重要侧面 [10](124) 。毋庸讳言，对商业 

利益的追求几乎成为现代各国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中心。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与国之间 

上演着“利”与“力”的角逐， 道义被搁置一边。 浪漫 

主义思想家对西方社会物质主义、 拜金主义现象的揭露 

和批判， 现实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唯利是图， 使辜鸿铭向 

往一种崇尚道义的文明， 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正契合了 

他的思想需求。 因此， 他将儒家道德文明视为疗治西方 

现代物质主义弊病的良方。 

四、结语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采取了一种扬己 

之长、揭人之短的策略，凸显了儒家道德文明优越于 

西方现代文明的地方。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 

景下，辜鸿铭站在反思战争与文明的高度，批判西方 

文明之弊病，弘扬儒家文明之价值，这虽然对于维护 

国家主权与民族文明的尊严，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 

引导国人珍视自身文化传统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辜 

鸿铭对西方文明批判有余而褒扬不足、对儒家文明则 

尊崇有余而批判不足，其中西文明观体现出明显的道 

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 

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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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dominating in the modern world, Ku HongMing proposed an idea 
that  the  essence  of  civilization was  a moral  criterion,  which  began  from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civil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Confuc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Ku HongMing 
thought  that  the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was  lack  of  a  noble  moral  foundation,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ism  in  19th  century,  the western  Liberalism Civilization  had  become  a 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  but  the 
Confucian  Civilization was  based  on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it  put  interests  after morality,  which was  a mature 
civilization with a reasonable moral  foundation. Ku HongMing’s analysis of  the moral essence and modern value of 
Confucian reflected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moral reason of Confucian, which enlightens us to reflect the value of the 
Confucian today. But Ku HongMing’s point of civilization reflects a moral departmentalism tendency, he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on morality and spirit than on power and material, which is a biased view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Ku Hongming; civilization; morality; the Confucian Civilizatio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编辑: 颜关明]


